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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胡化，它所指的是种族和文化的问题。陈寅恪先生
认为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我国中古史的关键。“总而言之，
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，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，而
非胡种汉种之问题，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，大抵以胡化汉化
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，即文化关系较重而种族关系较轻，
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。”[1]在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中又有所补
充和完善，他指出：“汉人与胡人之区别，在北朝时代文化较
血统尤为重要。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，胡化之人即目为胡
人，其血统如何，在所不论。”[2]也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胡种人
进入河北地区，胡族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取得了优势，汉人受
到边疆民族文化的熏陶与浸染，而脱离以长安为中心的进士
文辞科的选拔，形成一独特的文化区域。
一、河北地区的范围与文化
本文所指的河北地区在唐代就是指河北道，即现在的京
津冀以及鲁北地区。唐代在这里设有幽州、营州、魏州、博州、
定州、深州、景州、德州等府州，也就是指西起太行山，东到渤
海湾，北极大漠，东北与新罗接壤的广大地区。
历史上，这里曾仅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，就是在东
汉、曹魏、西晋这里也曾是文化甚高的区域，即就是南北朝的
对峙时期，这里也是当时与左右历史潮流的江左文化、河西
文化并驾齐驱的山东文化的所在地及影响的范围之内。虽经
胡族之乱，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其衰退之相，为何
在安史之乱之后转变为胡化地区，下面论述该地区胡化的历
史进程。
二、河北地区胡化的历史进程
唐代，河北生活有突厥、高丽、回纥、奚、契丹等不同的民
族，由于河北地区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，以上诸
多的民族进入河北地区是可以理解的。惟独中国东北、河朔
之地有多数中亚胡人，比较难解，若他们远自西北内地万里
之外短期之内忽然迁移至东北端滨海地方，恐不可能。这只
能从旧史籍中去推论，从而把握胡化的进程。暂且把胡化分
为三个历史阶段，即胡化的孕育期、发展期和兴盛期三个阶
段。陈寅恪先生认为胡化即中亚胡人迁徙至东北一隅有三个
因素：“其远因为隋季之丧乱，其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，其近
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”。 [3]胡化的孕育期就是指隋代末
乱之季少数民族乘机进入中原，此举为河北地区的胡化注入
了因子，是胡化的发端时期。发展期指从唐初至开元年间漫
长的历史时期，伴随着唐王朝内部突厥的衰亡与复兴而引起
的大量的胡人进入河北地区，不断扩充了胡族的队伍，为安
史之乱做好了民众基础；而胡化的兴盛期则是指唐天宝年间
开始的安史之乱及由此引起藩镇割据的后唐时期，藩镇割据
是胡化的兴盛期，也是胡化的结果，本文将在胡化的后果和
影响中进行论述。
1、隋末丧乱胡族的交侵
隋朝末年，天下大乱。中央王朝统治崩溃，各地群雄并

起，而此时地处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，由于突厥的兴盛而尽
在其掌握之中，突厥乘中央王朝衰退、北方守备空虚之时，不
断地渗入长城以内，而河北地区首当其冲。突厥的势力达到
前所唯有的强盛境地，成为北方草原的统治民族。契丹、室
韦、吐谷浑都是其治下的民族，突厥“控弦且百万，戎狄炽强，
古未有也”。 [4]隋末割据的群雄如窦建德由于势单力薄，只好
依附突厥，突厥势力之扩张由此可知。《旧唐书九三休璟传》
曾云：授营府户曹，调露中，单于突厥背叛，诱扇奚、契丹侵略
州县，其后奚、羯胡又与桑乾突厥同反，都督周道务遣休璟将
兵击破之于独护山，斩获甚众。超拜丰州司马。永淳中突厥围
丰州，都督崔智辩战殁。朝议欲罢丰州，休璟上疏曰：“丰州控
河遏贼，实为襟带，自秦汉以来，列为郡县田畴良美，尤宜耕
牧，隋季丧乱，不能坚守，乃迁徙百姓就宁庆二州，致使戎羯
交侵，乃以灵夏为边界。贞观之末始募人以实之，西北一隅方
得宁谧。今若废弃，则河傍之地复为贼有，灵、夏等州人不安
生，非国家之利。”朝廷从其言，丰州复存。
中亚羯胡必经由中国西北，而渐致东北。在隋末中国骚

乱之世最为胡人逐渐转徙的天赐良机，而两唐书休璟传可以
此事略露消息。由休璟传可知调露前后中国东北已有不少羯
胡，而羯胡之迁徙实由隋季侵入西北，辗转东移，这与事实颇
为合理。
2、前唐东突厥的败亡与复兴
唐朝建立之初，由于长期战乱，百废待兴，为了稳定民

心，以求天下大治。唐朝初年的统治者采取了与少数民族和
谐相处的民族政策，甚至不惜采取妥协的手段，取得国家的
安宁。随着太宗皇帝内修文治、外强武功，国力逐渐强盛，便
改变以前与突厥结盟的政策，打击突厥势力对境内的侵扰，
而突厥此时内部纷争不已。自颉利可汗之后，突厥的势力逐
渐走向衰弱。
“颉利之亡，其下或走薛延陀，或入西域，而来降者尚十
余万，诏议所宜，咸言：‘突厥挠中国久，今天丧之，非慕义自
归，请悉籍降俘，内兖、豫闲处，使习耕织，百万之虏，可化为
齐人，是中国有加户，而漠北遂空也。’”[5]

太宗君臣经过商讨之后，“帝主彦博语，卒度朔方地，自
幽州属灵州，建顺、祐、化、长四州为都督府，剖颉利故地，左
置定襄都督、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。擢酋豪为将军，郎将者
五百人，奉朝请者且百员，入长安自籍者数千户。乃以突利可
汗为顺州都督，令率其下旧部。”[6]

这样，迁徙大量的突厥旧部至河朔地区，而其中肯定含
有大量的中亚胡人也迁徙到河朔地区，为这一地区又输入可
不少的胡人。唐朝政府的初衷是教化其民，让他们放弃游牧
生活而过上农耕生活。但有些事情往往是与其初衷相背离
的。
关于东突厥复兴，诸胡人入居河朔或归降中国之时代大

抵在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之世。而此三十年间中国东北即河

试析唐代河北地区的胡化
李治涛

（宁夏大学 教务处 宁夏 银川 750021）

[摘 要] 唐代是中国封建化不断巩固的时期，然而在封建化加速发展的时期，河北地区却有一股胡化的潮流。隋
末胡族的入侵，前唐东突厥的败亡与复兴，安史之乱之后形成河北藩镇集团是河北地区胡化的三个阶段。河北地区
的胡化导致了两种文化的分野，事实上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央集团和河北藩镇两个集团，加速了唐朝走向覆亡
的过程，对以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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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胡族之活动其最有关大局者，莫过于东突厥之复兴，即骨
咄禄、默啜兄弟武力之开拓远及中亚，夺取西突厥帝国之领
地的事实。“骨咄禄者，颉利之疏属，亦姓阿史那氏。其祖父本
是单于右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领，世袭吐屯啜。伏念既破，
骨咄禄鸠集亡散，入总材山，聚为群盗，有众五千余人。又抄
掠九姓，得羊马甚多，渐致强盛，乃自立可汗，以其弟默啜为
殺，咄悉匐为叶护。”[7]

及至骨咄禄的力量壮大之后，他们便扩充实力，不时侵
扰边塞，开拓边疆，势力远及中亚西突厥的广袤土地。这样，
漠北通道又被打通，少数民族的迁徙更为方便。
骨咄禄死后，其子年幼，而不得立。默啜篡位，自立可汗。

“默啜负胜轻中国，有骄志，大抵兵与颉利略等，地纵广万里，
诸藩悉往听令。复立咄悉匐为左察，骨咄禄之子为右察，皆统
兵二万；子匐俱为小可汗，为两察上，典处木昆等十姓兵四
万，号拓西可汗。”[8]由以上记载我们可知东突厥确实经过复
兴之后，控制了室韦、奚、契丹以至中亚西突厥的广大区域，
而河北之地也在其侵略的范围之内，而河北经过交侵之后，
在此生活的则有包括突厥在内的回纥、高丽、奚、契丹以及中
亚羯胡的广大胡人，河北地区的胡化程度得到进一步的加
深，实属无疑。通过内部的不断集聚，在河北地区则形成了一
种与崇尚科举标榜文治截然不同的局面，那就是崇尚武力的
胡化格局。这股潮流的膨胀，最终酿成安史之乱。
三、河北地区胡化的原因
1、唐代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
有唐一代，其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甚为灿烂。这是建
立在唐代各代统治者励精图治、与民休息的政策之上的，以
及胡汉融合的开放的民族大格局中形成的。唐代先祖有胡人
血统，这里不做论述。唐代是继宇文泰的六镇民族创其大业
的王朝。因此，它就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宇文泰与杨隋的“关中
本位”政策。他们不拘泥于形式，只是注重制度上的创新，并
视胡汉为一家。周孔名教在唐代不断的发扬光大，科举制度
的兴盛，弘扬了文治教化，大唐的气息传播到周边地区，唐代
的律令制度也传播到日本、高丽。这种建立在自信基础之上
的世界观，主导了比较开放的民族观。唐代对少数民族实行
羁縻政策，以试图怀柔化外之人，在对败亡的突厥的处理上，
太宗皇帝曾与丞下讨论，彦博曰：“圣人之道无不通，故曰：
“有教无类，彼创残之余，以穷归我，我援护之，收处内地，将
教以礼法，取以耕农，又选酋良入宿卫，何患之恤？”[9]

2、唐代东守西进的国防政策
李唐王朝是继承宇文泰“关中本位”的政策而混一宇内
的。唐代统治者在国防政策上采取重内轻外、东守西进的策
略。所谓重内轻外，就是在京畿重地布有重兵，以拱卫首都的
安全，应对外部敌人的进攻，而在边远地区则分兵驻守，形成
重内轻外的局面。所谓东守西进，就是唐朝在西北进行积极
开拓的进取政策，而对位于东北的河北地区则实行消极的保
守政策。
唐朝面对的外部压力，主要来自西北突厥、回鹘、吐蕃等
民族。而河陇地区“其地域在吾国之西北隅，与西北诸外族临
接，历来不独为文化交通之孔道，亦为国防军事之要区。”[10]

河陇地区也是连接西域的要冲，西域自东汉以来，就在中央
王朝的管辖之下，成为中原经营的重点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加
强西域的军事力量，保持唐朝在西北的军事优势，是对吐蕃
进行反限制的重要一环。加强西北国防力量，是维护京畿安
全、巩固统治的基础。
相对于西北，河北地区在唐朝国防战略布局中处于次要
的地位。唐朝试图在东北要有所为，但太宗对朝鲜的用兵则
以失败而告终。高宗时，唐朝曾因朝鲜内乱而占有了新罗、百

济两地，但由于西边的吐蕃势力日益昌盛，迫于吐蕃的强大
压力，高宗不得不撤出高丽。从此以后，唐室对于东北遂采取
消极退守政策以维持现状。这样，周边的胡族势力集团在此
聚集、不断膨胀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，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。
3、唐代周边民族的连环兴衰及其运动
唐代是我国中央王朝的兴盛时期，也是其周边民族剧烈

运动的时期。“唐兴，蛮夷更盛衰，当与中国抗衡者有四：突
厥、吐蕃、回鹘、云南是也。”[11]伴随唐朝兴衰的民族有突厥、回
纥、吐蕃与南诏，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运动，促进了民族的交
流，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线的，而是多线的，在汉化运动之
后，也有胡化运动。
四、河北地区胡化的后果及其影响
河北地区的胡化进程的加速，使得胡风尽染，汉风渐去，

河北地区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崇尚武力、骁勇善战的民风。
而安史之乱，则点燃了这把火。渔阳点起的烽火，很快燃烧到
长安和洛阳，唐朝的历史进入了一个转折点。
安史降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或者是胡人，或者是

胡化的汉人，前者属于种族问题，后者属于文化问题。但他
们有一个明显的特征，就是骁勇善战、擅长骑射，这与以长
安为中心注重进士文辞科的汉文化截然不同，分属两种不
同的归宿。其中，李宝臣本属奚人，王廷凑属回纥人，李怀仙
为柳城胡人，李正已为高丽人，这些藩镇其血统本为胡人，
擅长骑射，性格善变，骁勇善战实属无疑。而田承肆、李载
义、刘仁恭则为汉人，但由于生活在河北这一胡风渐盛的地
区，而逐渐不习礼仪。可见，社会风俗的改变，影响到社会的
各个角落，本地汉人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，这也是河北地区
胡化的结果。
安史之乱被平定下去，朝廷为了拉拢安史降将，依旧委

任降将出任节度使，节外生枝，形成了河北藩镇集团。“唐代
中国疆土之内，自安史乱后，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，即以东
南财富及汉化维持长安为中心集团外，尚别有河北藩镇独立
之团体，其政治、军事、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
属之关系，其民间文化亦为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，即不以长
安、洛阳周孔之名教科举之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。”[12]

藩镇割据不仅对晚唐中央王朝的集权统治构成威胁，造
成了事实上两个政权的局面，而且对以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
深远的影响。藩镇“乱人乘之，以赋税自私，不朝献于廷。效战
国，肱髀相依，以土地传子孙，协百姓，加锯其颈，利怵逆污，
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。”[13] 造成了河北地区民族力量的变
化，就是汉文化的影响减弱，而胡化的力量加强。北宋政权对
幽云十六州的统一成为一种奢望，失去了巩固国防的前沿阵
地，无形中削弱了它对北方民族的抵抗力。后来的辽金等骑
马民族能够长驱之下，不时威胁宋朝的统治。可以说，河北地
区的化外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北宋失去了东北边防的屏
障，造成了宋朝对抗少数民族政权的弱势地位，被迫签订澶
渊之盟，形成了对北方政权俯首称臣的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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